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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抑或回避? 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王红丽1 ,徐光毅2 ,李　 振1

(1.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2.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基于压力转换理论,文章考察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非

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机制,以及污名应对策略对调节机制的中介作用。通过对

530份医院护工问卷分析发现,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都具有调

节作用,即当护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较高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

关系更弱。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作用。研
究发现在理论上深化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干预策略的认识,实践上也能为管理者

完善底层工作群体管理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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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 or Avoidance? The Effect of Multiple Supporting Resour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Non-Decent Work and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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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we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multiple supporting resources ( or-
ganizational support,fellow-townsman support,and family support) and two categories of occupational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on the

perceived non-decent work and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530 hospital caregivers. Results show
that: multiple supporting resources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non-decent work and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
fication,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non-decent work and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will be weaker when car-
egivers perceive high levels of organizational,fellow-townsman,and family supports. The mediated moderat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organization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itiative coping strategies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avoidance coping strat-



egies.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medi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non-de-

cent work and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ven-

tion strategies for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non-decent workers,and provide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managers to im-

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bottom working group.

Key words︰perceived non-decent work;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multiple supporting resources;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一、 引　 言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凡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职业应无高低贵贱之分 [1] 。然而,在长期的社会实践

中,部分职业因其脏污属性而被公众“污名化”,在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 [2] 。中国人习惯将其同

个人的“面子”结合起来 [3] ,因为能否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关乎从业者及其家人的脸面 [4-5] 。非体面工作

(又称“肮脏”工作)是指那些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但被社会公众所贬低或不喜欢的职业,涉及身

体(physical) 、社交( social) 、道德(moral)或情绪( emotional)等层面的脏污特质 [6] 。本文所关注的护工群

体,主要涉及身体和社交两个层面的脏污 [7] 。其中,身体肮脏是护工在护理病患时接触体液、排泄物或带

菌环境等,由于护工的工作环境相对肮脏,从而在生理上产生不舒适感。社交肮脏则主要源于护工在工作

过程中容易与雇主形成主仆关系,如遭致病人或家属的责骂、刁难时,护工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在非体面工

作情景中,从业者常常因社会偏见而面临严重的身份威胁,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导致组

织低效运行 [2,8] 。职业是个体进行自我定义和存在价值感的核心要素 [9-11] ,探讨非体面工作感知对从业者

职业身份认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身份认同过程较为复杂,很难处于有意识的认同或不认同选择的两端,对自身工作

角色或多或少持有矛盾心理 [8,12-13] 。矛盾职业认同是指从业者对自身职业兼具认同和不认同,或者认同职

业的某方面而不认同其他方面 [14] 。Ashforth 和 Kreiner[8] 认为职业污名致使从业者面临着严重的身份认同

威胁,但工作的肮脏污名也有助于形成“强”的职业或群体文化,这会刺激从业者采取职业意识形态( occu-
pational ideologies)和社会权重( social weighting)等主动型的污名应对策略,在这两种对立力量的共同作用

下致使从业者产生矛盾职业认同。Tallberg 和 Jordan[15] 基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动物收容所工作人

员所面临的身份张力,他们在动物照料与动物杀戮之间时常持有矛盾心理。王红丽等 [16] 认为,受制于自身

家庭动机或外部有限工作机会,职业污名压力会诱发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冲突体验,并进一步导致矛盾职

业认同。然而,对于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17-19] 。例如,Lai 等 [10]

的研究结果表明,非体面工作的污名压力使得从业者面临严重的身份失调,导致从业者存在普遍的职业不

认同。Deery 等 [11] 通过混合研究方法则发现,通过构建社交关系、工作自主性、工作意义感等机制,非体面

工作从业者也能保持较高的职业认同。现有关于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研究所得出的不同

结论不仅阻碍了相关理论的发展,也使得实务界无法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建立污名压力的预防与治理

机制。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索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中的调节因素,以进一步厘清其影响

的边界条件。
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多重支持资源及两类污名应对策略(积极应对和回避应对)在非体

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中的作用。由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通常难以获得外界的支持和理解,他们

能否有效应对污名压力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丰裕的压力应对资源 [6,20] 。以往研究大都基于从业者自身的视

角,探讨非体面工作对从业者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他们采取的污名应对策略 [21-22] 。实际上,组织管理者和

外部社会也会影响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污名应对方式 [6] 。其中,组织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资源,不仅

会影响从业者污名应对策略的选择 [23-24] ,也可以有效地缓解污名压力对从业者的负面影响 [10,25] 。此外,护
工群体大都以老乡圈子为工作纽带,老乡支持作为一种特殊的关系资源,可以帮助护工更好地适应工

作 [26-27] 。而家庭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资源,是护工得以长期安心工作的精神支柱 [28-29] 。本文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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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老乡支持及家庭支持视为护工最重要的支持性资源,并探讨其在护工应对污名压力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此外,根据压力转换理论,个体拥有的资源会影响其应对策略的选择 [30-31] ,而不同应对策略将进一

步影响个体对压力源认知和行为反应 [32-33] 。因此,在多重支持资源调节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关系的过程中,污名应对策略可能是一种重要的中介机制,其中的作用机理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基
于此,本文不仅将深入考察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和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作用,还将构建被

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mediated-moderation model) [34] ,分析多重支持资源的调节作用是否通过污名应对策

略而实现。
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通过引入多重支持资源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厘清非体面工作

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作用边界。第二,通过考察两种污名应对策略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可以比较不同污名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有助于推进现有理论的发展及指导管理实践。第
三,深入探讨多重支持资源如何通过污名应对策略对从业者在非体面工作压力情境下的职业认知反应产

生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多重支持资源调节作用的发生机制。

二、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压力源是指“唤起压力应激过程的刺激物” [35] ,而工作压力源容易导致员工生理或心理发生变化,进
而出现功能偏差的状态 [36-37] 。根据压力转换理论,在压力情景中,个体会对压力源进行初级评价( primary
appraisal) ,即评估压力源与自身的相关和威胁程度,并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31] 。对于非体面工作

从业者而言,职业污名所引致的非体面工作感知是一种显著的工作压力源,会对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产生重

要的影响。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常常对他们的职业保持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同状态,身份认同的这种模糊机制称为

矛盾职业认同 [8,13] 。主要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职业的污名压力使得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很难在

工作领域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 [8] ,严重的身份认同威胁阻碍了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形成 [10,38] ;另一方面,非
体面工作从业者通常很难不认同自身的职业,因为迫于生计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选择长期从业,而不认同或

远离工作中的自我容易产生认知失调 [39] 。因此,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常常陷入“难以认同又不得不认同”的

两难境地。不仅如此,当个体具有强烈的内在工作动机时(如家庭动机、工作使命感等),非体面工作感知

可能会诱发从业者的冲突体验,并进一步导致矛盾职业认同 [16]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非体面工作感知正向影响矛盾职业认同。

(二) 多重支持资源的调节作用

压力转换理论认为,对刺激物的心理评估决定了压力源的严重程度,而这种认知评价及其后果会受到

个体应对资源的影响 [31] 。相关研究表明,积极的组织因素会改变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将注意力聚焦

于工作的积极方面,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 [40-41] 。这些因素通常称为压力修正

因素或压力缓冲变量。此外,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具有保存、保护以及获取资源的倾向。在压力情境中,
个体会积极获取新资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资源损失情景 [42] 。对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而言,尽管他们难以

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理解 [43] ,但可以通过多重支持资源的构建来应对污名压力 [20] 。本文认为,组织支持、老
乡支持、家庭支持是护工重要的支持性资源,将在非体面工作感知影响矛盾职业认同过程中起缓冲作用。

首先,就组织支持而言,组织支持意味着组织能赋予从业者更多的资源支持 [44] ,这让他们能够更加从

容地应对外界对自身职业的歧视 [45] 。此外,组织支持会提升工作中的自我形象,并增强情感和认同导向的

组织承诺 [46] 。当组织形成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或领导鼓励员工关注群体互动和群体目标时,会提高员工

群体凝聚力和群体意识 [47] 。这有助于从业者对工作角色形成积极的感知,并最终塑造有意义的职业身

份 [40] 。因此,在高组织支持的环境中,护工可能仅仅将职业污名视为社会的偏见而非对自我形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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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组织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资源,可以有效缓解污名压力对从业者的负面影

响 [6,10,25] 。相反,对于低组织支持而言,从业者难以改变不利环境或应对工作压力,容易对自身职业形成消

极的认知,进而加剧他们的矛盾职业认同 [43] 。
其次,就老乡支持而言,老乡圈子作为中国情景的特殊产物,在从业者压力应对、工作适应以及身份管

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6-27] 。以医院护工为例,他们大都以老乡圈子为纽带,老乡支持作为一种特殊的

情感和关系资源,可以帮助护工更好地适应工作,且能更积极地应对污名压力。换言之,当护工遭遇外界的

偏见和歧视时,老乡能在工作中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应。因此,老乡支持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以更

加积极的眼光看待自身职业,进而缓解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
最后,就家庭支持而言,家庭是影响个体工作动机的重要因素 [28,48] ,尤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对

于个体有着突出的意义 [49-50] 。大部分护工都是背井离乡,由农村进入城市从事护理工作。因此,家庭支持

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资源 [29] ,是护工得以长期安心工作的精神支柱。当护工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不顺心的

事情时,他们往往会向家人倾诉和寻求安慰。对于低家庭支持而言,从业者既无法获得社会的理解,又不能

获得家庭亲人的支持,这将进一步加剧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负面认知,进而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

业认同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文推断当护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较高时,不仅可以提升护工的污名压力应对能

力,还可能改变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负面认知,甚至重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并进一步弱化自身的矛盾心理。
换言之,多重支持资源将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对护工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组织支持调节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关系。当护工感知高组织支持时,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
H2b:老乡支持调节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关系。当护工感知高老乡支持时,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
H2c:家庭支持调节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关系。当护工感知高家庭支持时,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

(三) 污名应对策略的作用机制

根据压力转换理论,个体对压力源进行初级评价后,将进入次级评价( secondary appraisal) ,即评估自

身的压力应对资源,并决定采取何种压力应对策略降低压力源的负面影响 [31] 。下文主要关注次级评价阶

段,包括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污名应对策略的直接影响、污名应对策略在非

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中的调节作用、多重支持资源通过污名应对策略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

职业认同产生间接调节作用。
1 . 多重支持资源与污名应对策略。职业污名所引发的非体面工作感知是一种典型的工作压力源,对从

业者身心健康和绩效表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从业者将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来处理非体面工作的污名

压力?应对是指“在压力情景下个体对环境的反应和处理方式” [51] 。尽管存在多种应对策略的分类方

式 [52] ,但积极应对策略和消极应对策略最能反映其本质区别 [32,51] 。积极应对策略是指个体采取问题解决

的积极方式消除压力环境 [31] ,而消极应对策略则指个体采取假想情况得到解决等消极方式回避压力

源 [52] 。在非体面工作情境中,也有学者将污名应对策略划分为主动应对和回避应对两种类型 [53-54] 。应对

策略是基于一定压力情景产生,并反映个体对压力的反应程度 [31]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是个体衡量和

评估压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资源决定了个体如何应对压力情景 [42] 。换言之,护工所具备的支持资源可能会

影响其对污名应对策略的选择。
具体而言,在非体面工作情景中,从业者的压力应对资源主要涉及工作、关系、情感等资源 [6] 。组织支

持是影响从业者如何应对污名压力的重要因素 [23] ,当组织赋予个体更多的资源和情感支持时,即使遇到

挫折、压力等消极事件,从业者也可能倾向于进行积极的解读,并采取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 [6] 。此外,部分

特殊的关系网络也有助于从业者更好地适应工作,如熟知他们工作的家庭成员、维系情感纽带的老乡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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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些“内部人”对于个体有着突出的意义 [49-50] 。换言之,老乡支持、家庭支持这些特

殊的支持性资源对护工污名应对策略的选择亦具有重要影响。
在高支持性的环境中,意味着护工能从组织中获得较多的资源支持,也能从老乡圈子和家庭中获得更

多的情感支持。丰富的支持资源有助于护工保持乐观的心态,降低污名压力对自身的负面影响 [10,55] 。此
时,护工可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身工作,重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并倾向采取积极主动的污名应对策

略 [6] 。再者,积极组织氛围有助于护工形成高凝聚力的职业群体 [56] 。当护工难以获得外界的支持和理解

时,也可以借用这种集体资源来宣泄情绪,并形成“社会缓冲带”,这有助于他们采取主动型污名应对策

略,减少对污名压力的消极应对 [22] 。在低支持性的环境中,护工常常需要独自面对工作压力。他们难以获

得社会外界的支持和理解,也难以获得组织、老乡及家庭的资源和情感支持。此时,护工往往只能采取污名

内化、外群体偏好等消极回避的方式应对污名压力 [21,54]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组织支持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正相关,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负相关。
H3b:老乡支持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正相关,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负相关。
H3c:家庭支持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正相关,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负相关。
2 . 污名应对策略的调节作用。前文集中讨论了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如何影

响护工污名应对策略的选择,当护工采取不同的污名应对策略,会进一步改变压力源与从业者认知反应之

间的关系 [30,33] 。本文推断,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关系也会受到护工污名应对策略的影响。
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指从业者采取有效的方式应对不利的环境,主要包括赋予职业积极的意义、内群

体偏好等方式 [53] 。在污名压力的影响下,采取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从业者将积极调节自身行为与认知

反应 [6] 。具体而言,赋予职业积极的意义有助于护工转变观念,认识到自身职业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

(例如,从事护工工作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帮助病患恢复健康等),这可以降低非体面工作感知对自我评

价的贬损 [57-58] 。此外,内群体偏好意味着护工更愿意用群体身份来进行自我定义,他们对所属职业群体会

形成更加积极的认知。借助这种内群体身份,可以提高群体凝聚力,帮助护工更好应对工作的污名压

力 [21]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可以削弱非体面工作对从业者自我认知的负面影

响 [54] 。综上可见,采取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意味着护工可能重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减少对自身职

业的负面认知,将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正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中起调节作用。当从业者采取主动型污

名应对策略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减弱。
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指个体采用心理或情感上逃避的方式应对污名压力,主要包括污名内化和外群

体偏好等方式 [53] 。本文认为采取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可能会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

影响。资源保存理论认为,采用回避型应对策略的个体在压力面前处于弱势的地位 [59] 。因为消极回避应对

需要个体持续投入资源,有限资源的消耗会削弱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并加剧压力源对个体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污名内化指被污名者认同自身或群体被施加的污名,污名内化是从业者无力反抗的被迫选

择 [22] 。非体面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一定社会环境较为稳定,护工可能会合理化污名来为自己的

无力反抗进行辩解 [13] 。另外,有关群际关系的研究表明,“污名化”群体由于对内群体的评价相对较低,因
此对内群体会产生排斥感,这会进一步强化自身职业的负面认知 [60] 。在非体面工作的情境中,外群体偏好

意味着从业者对外界偏见的默许 [61] 。此时,他们会试图离开现属群体并加入更有利的群体,这将进一步强

化护工的矛盾心理。综上可见,采取回避型的污名应对策略,意味着护工可能强化或接受社会的偏见,增加

对职业的负面认知,将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正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b: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中起调节作用。当从业者采取回避型污

名应对策略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增强。
3 . 被中介的调节作用。Grant 和 Berry[34] 认为,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调节变量

影响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第二,调节变量直接作用于中介变量;第三,中介变量同样对自变量和因变

量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根据压力转换理论,在个体对压力源的影响进行初级评价后,将进入次级评价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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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即个体评估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消除或降低压力源的负面效应,个体支持资源将对这一评估过程产

生重要影响 [31] 。上述的讨论表明,非体面工作感知可能会导致护工形成矛盾职业认同,而这一关系会受到

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多重支持资源如何通过污名

应对策略产生间接调节作用。这一间接调节作用包括:第一,多重支持资源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正相关,
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负相关;第二,污名应对策略调节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
即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则

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结合前文的逻辑推导及假设,本文推断,主动型污

名应对策略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主动型或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组织支持(H5a)、老乡支持(H5b)、家庭支持(H5c)对非体

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

图1　 研究模型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过程

本文以华南、华中及华北地区的在职医院护工为调查对象。被试选择的具体过程如下:首先通过社会

关系网络与护理公司领导、护工管理者建立联系,详细介绍研究目的,并承诺对调查数据进行完全保密。在
获得护理公司领导、护工管理者的支持和配合后,研究者相继获得了护工的联系方式,并与他们建立了联

系。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基础上,受访者向研究者提供了手机号、邮箱等联系方式,这些信息为后续调研的

具体实施与问卷配对做好准备。问卷发放尽量利用护理公司人力资源培训、线上或线下集体会议的契机,
由事先联系好的管理者向护工发放纸质问卷或电子问卷。得益于管理者的大力支持,护工对此次调研给予

了积极回应,每位受访者在填答完问卷后会获得20元的“红包”奖励。调研的实施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由护工填写非体面工作感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及人口统计变量的调查问卷,共发放

702份问卷,回收654份问卷(回收率为93. 16% )。两周后开始第二个阶段调查,研究者邀请上一阶段完成

问卷的护工继续参与调研,此阶段问卷调查的变量包括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矛盾

职业认同,回收539份问卷(回收率为82. 41% )。在剔除不满足配对要求或答案呈现明显规律的无效问卷

后,共获得来自华南、华中和华北地区8家医院的530份两阶段匹配的有效问卷。
从调查的样本的总体分布来看,性别方面,以女性护工为主,占94. 91% ;年龄方面,护工年龄偏大,以

40—60岁为主,30岁及以下占0. 38% 、31—40岁占10. 94% 、41—50岁占49. 25% 、51—60岁占39. 43% 、60岁
及以上占0. 38% ;学历方面,护工学历偏低,以中小学为主,小学及以下占21. 13% 、初中占70. 00% 、高中或

中专占8. 68% 、大专及以上占0. 19% ;工作年限方面,护工总体上工作经验比较丰富,1年以下占6. 60% 、
1—5年占38. 87% 、6—10年占31. 70% 、11—15年占14. 34% 、16年及以上占8. 49% ;收入水平方面,护工的

收入相对偏低,4000元及以下占37. 55% 、4001—7000元占52. 08% 、7001—10000元占10. 19% 、10001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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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占0. 19% 。

(二) 变量测量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包括非体面工作感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回避

型污名应对策略、矛盾职业认同。除控制变量外,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5点量表。
1 . 非体面工作感知。采用 Lai 等 [62] 开发的量表对非体面工作感知进行测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并得到相关研究的实证检验。原始量表涉及身体、社交和道德脏污三个维度,根据护工的工作实际,本
文主要保留身体脏污和社交脏污两个维度,每个维度为4个题项。示例条目包括“我的工作会接触一些脏

的东西”“我的工作需要我对病人或家属‘低三下四’”。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0. 925。
2 . 组织支持。采用 Liou 等 [46] 开发的量表对组织支持进行测量,该量表共包括4个题项,示例条目包括

“我们的工作环境很友好”。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0. 908。
3 . 老乡支持与家庭支持。根据 Zimet 等 [63] 开发的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括同事、朋友以及家庭三个

维度。由于本文调查的医院护工,大都是老乡“结伴”工作,周围同事大都是老乡。因此,本文老乡支持测量

主要根据同事支持量表改编,将其中涉及“同事”的关键词改为“老乡”。该量表共包括4个题项,示例条目

包括“工作上的事情,我可以找我的老乡帮忙”。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0. 899。家庭支持的量表也包括

4个题项,示例条目包括 “工作中遇到难处,我的家人会帮我想办法解决”。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 847。
4 . 污名应对策略。采用周晔和黄旭 [53] 开发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量表,由于原始量表研究对象为煤矿

矿工,研究者对原始量表进行了调整,以更好地运用于本文。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共包括11个题项,示例条

目包括:“这个社会离不开我们这群护工” “我们的职业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 ‘低下’”。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0. 929。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包括7个题项,示例条目包括:“我自己命不好,所以只能从事

护工职业”“我喜欢和一些工作比我好的人打交道”。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0. 891。
5 . 矛盾职业认同。研究者采用 Ashforth 等 [14] 开发的量表对矛盾职业认同进行测量,该量表共包括3个

题项,示例条目包括“我对护工这个职业有很复杂的感情”。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0. 853。
6 . 控制变量。参照相关研究 [10,38] ,本文将受访者性别、婚姻、年龄、学历、工作年限、收入作为控制变

量。对控制变量的编码为:性别方面,0 = 男,1 = 女;婚姻方面,0 = 未婚 / 离异 / 丧偶,1 = 已婚;年龄方面,1 =
“30岁及以下”,2 = “31—40岁”,3 = “41—50岁”,4 = “51—60岁”,5 = “60岁及以上”;学历方面,1 = 小学

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或中专,4 = 大专及以上;工作年限方面,1 = “1年以下”,2 = “1—5年”,3 = “6—
10年”,4 = “11—15年”,5 = “16年及以上”;收入水平方面,1 = “4000元及以下”,2 = “4001—7000元”,3 =
“7001—10000元”,4 = “10001元及以上”。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对主要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除老乡支持与家庭支持相

关性较高外,其他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合理范围之内,最大相关系数为 - 0. 444,可以初步判断变量不存

在共线性的问题。由表1可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为显著正相关( r = 0. 408,p < 0. 01);组织支持

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显著正相关( r = 0. 284,p < 0. 01)、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显著负相关( r = - 0. 444,
p < 0 . 01);老乡支持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显著负相关( r = - 0 . 093,p < 0 . 05);家庭支持与回避型污名应

对策略显著负相关( r = - 0 . 089,p < 0 . 05),上述结果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减少或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包括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虽然本文采用两阶段问卷获取数据,但自

变量、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量表均是由护工填写,可能存在同源方差问题。本文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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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检验,发现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因子累计百分比为33. 26% ,小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临界值40% ,由
此可知本文数据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本文使用 Mplus 8. 3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非体

面工作感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矛盾职业认同这

7个变量的区分效度。由表2可知,相较于其他6个模型,七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 χ2 / df = 2 . 047,CFI =
0 . 947,TLI = 0 . 942,RMSEA = 0 . 044,SRMR = 0 . 041),这说明本文的7个变量具有良好区分效度。

表1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 性别 0. 949 0. 220
2. 婚姻 0. 970 0. 171 - 0. 041
3. 年龄 3. 277 0. 665 - 0. 097∗ 0. 040
4. 教育 1. 879 0. 540 - 0. 020 0. 022 - 0. 143∗∗

5. 工作年限 2. 792 1. 046 - 0. 005 0. 049 0. 227∗∗ - 0. 188∗∗

6. 收入 1. 730 0. 643 - 0. 017 - 0. 023 - 0. 019 0. 048 0. 158∗∗

7. 组织支持 4. 421 0. 503 0. 040 - 0. 050 0. 097∗ - 0. 061 - 0. 002 - 0. 107∗

8. 老乡支持 4. 464 0. 761 0. 043 0. 071 0. 014 - 0. 175∗∗ - 0. 019 - 0. 212∗∗

9. 家庭支持 4. 482 0. 747 - 0. 023 0. 143∗∗ 0. 050 - 0. 214∗∗ - 0. 006 - 0. 232∗∗

10. 非体面工作感知 3. 523 1. 165 - 0. 010 - 0. 007 - 0. 139∗∗ 0. 101∗ 0. 038 0. 107∗

11. 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 4. 364 0. 681 - 0. 019 - 0. 049 - 0. 064 - 0. 007 0. 013 - 0. 034
12. 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 3. 328 1. 061 - 0. 006 0. 032 - 0. 057 0. 106∗ 0. 000 0. 109∗

13. 矛盾职业认同 3. 708 1. 215 0. 027 - 0. 033 - 0. 207∗∗ 0. 134∗∗ 0. 105∗ 0. 251∗∗

7 8 9 10 11 12 13
7. 组织支持 0. 908
8. 老乡支持 0. 064 0. 899
9. 家庭支持 0. 082 0. 746∗∗ 0. 847
10. 非体面工作感知 - 0. 383∗∗ - 0. 095∗ - 0. 074 0. 925
11. 主动型应对策略 0. 284∗∗ 0. 016 0. 021 0. 199∗∗ 0. 929
12. 回避型应对策略 - 0. 444∗∗ - 0. 093∗ - 0. 089∗ 0. 388∗∗ - 0. 185∗∗ 0. 891
13. 矛盾职业认同 - 0. 309∗∗ - 0. 217∗∗ - 0. 267∗∗ 0. 408∗∗ 0. 325∗∗ 0. 302∗∗ 0. 853

　 　 注:N = 530,∗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01,对角线数值为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 df CFI TLI RMSEA SRMR
七因子模型(A、B、C、D、E、F、G) 2. 047 0. 947 0. 942 0. 044 0. 041
六因子模型(A、B、C + D、E、F、G) 2. 217 0. 938 0. 933 0. 048 0. 042
五因子模型(A、B + C + D、E、F、G) 5. 345 0. 776 0. 760 0. 058 0. 111
四因子模型(A、B + C + D + E、F、G) 7. 358 0. 670 0. 649 0. 110 0. 153
三因子模型(A、B + C + D + E + F、G) 9. 835 0. 540 0. 513 0. 129 0. 187
二因子模型(A + G、B + C + D + E + F) 10. 627 0. 497 0. 469 0. 190 0. 135
单因子模型(A + B + C + D + E + F + G) 14. 007 0. 320 0. 282 0. 157 0. 207
　 　 注:A 表示非体面工作感知;B 表示组织支持;C 表示老乡支持;D 表示家庭支持;E 表示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F 表示回

避型污名应对策略;G 表示矛盾职业认同。

(三) 假设检验

根据 Grant 和 Berry[34] 的检验假设程序。首先,以矛盾职业认同为因变量,考察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

职业认同的直接效应。表3模型1的结果显示,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 . 367,p < 0 . 001)。因此,H1得到验证。随后,依据调节回归程序,考察非体面工作感知、多重支持资源(工

作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及其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表3模型2的结果显示,非体面工作感知

与组织支持的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呈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 0 . 426,p < 0 . 001)。为了更直观呈现组织支

持的调节效应,本文参照 Aiken 和 West[64] 的做法进行绘图。从图2可见,在护工感知较高组织支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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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呈不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护工感知较低组织支持的情况下,非体面工

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强,H2a 得到进一步验证。表3模型3的结果显示,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老乡支持的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β = - 0 . 131,p < 0 . 05)。从图3可见,在护工感知

较高老乡支持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弱;在护工感知较低老乡支持的情

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强,H2b 得到进一步验证。表3模型4的结果显示,非体

面工作感知与家庭支持的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β = - 0 . 161,p < 0 . 01)。从图4可
见,在护工感知较高家庭支持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弱;在护工感知较

低家庭支持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强,H2c 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3　 多重支持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矛盾职业认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性别
0. 103

(0. 211)
0. 141

(0. 203)
0. 160

(0. 206)
0. 094

(0. 207)

婚姻
- 0. 192
(0. 270)

- 0. 188
(0. 260)

- 0. 066
(0. 264)

0. 011
(0. 192)

年龄
- 0. 303∗∗∗

(0. 073)
- 0. 266∗∗∗

(0. 070)
- 0. 306∗∗∗

(0. 071)
- 0. 323∗∗∗

(0. 072)

教育
0. 201∗

(0. 088)
0. 194∗

(0. 085)
0. 100

(0. 088)
0. 146

(0. 088)

工作年限
0. 137∗∗

(0. 047)
0. 140∗∗

(0. 045)
0. 143∗∗

(0. 046)
0. 142

(0. 046)

收入
0. 353∗∗∗

(0. 073)
0. 329∗∗∗

(0. 071)
0. 278∗∗∗

(0. 073)
0. 304∗∗

(0. 073)

非体面工作感知
0. 367∗∗∗

(0. 040)
0. 312∗∗∗

(0. 042)
0. 366∗∗∗

(0. 039)
0. 361∗∗∗

(0. 040)

组织支持
- 0. 377∗∗∗

(0. 096)

老乡支持
- 0. 300∗∗∗

(0. 062)

家庭支持
- 0. 194∗∗

(0. 064)

非体面工作感知 × 组织支持
- 0. 426∗∗∗

(0. 080)

非体面工作感知 × 老乡支持
- 0. 131∗

(0. 052)

非体面工作感知 × 家庭支持
- 0. 161∗∗

(0. 054)
F 24 . 900 25 . 893 23 . 684 22 . 318
R2 0. 250 0. 309 0. 291 0. 279

　 　 注:N = 530,∗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01,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其次,表4的模型1至模型3以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为因变量,模型4至模型6以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为

因变量,考察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污名应对策略的直接效应。模型1和模型4结果显示,组织支

持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 . 396,p < 0 . 001),对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β = - 0 . 913,p < 0 . 001)。由此可见,本文的 H3a 得到了验证。模型2和模型5结果显示,老乡支

持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不显著( β = 0 . 018,p = 0 . 662),对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也不显著( β = - 0. 069,
p = 0. 275),H3b 没有得到验证。模型3和模型6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不显著( β = 0 .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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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 740),对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也不显著(β = - 0 . 092,p = 0 . 153),H3c 没有得到验证。

图2　 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3　 老乡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4　 家庭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4　 多重支持对污名应对策略直接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 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性别
- 0. 132
(0. 130)

- 0. 094
(0. 136)

- 0. 090
(0. 136)

0. 069
(0. 189)

- 0. 015
(0. 210)

- 0. 033
(0. 209)

婚姻
- 0. 135
(0. 167)

- 0. 202
(0. 174)

- 0. 205
(0. 176)

0. 067
(0. 243)

- 0. 231
(0. 269)

0. 266
(0. 271)

年龄
- 0. 106∗

(0. 045)
- 0. 077
(0. 046)

- 0. 077
(0. 046)

- 0. 005
(0. 065)

- 0. 071
(0. 072)

- 0. 075
(0. 071)

教育
0. 006

(0. 054)
- 0. 004
(0. 058)

- 0. 006
(0. 057)

0. 151
(0. 079)

0. 167
(0. 089)

0. 164
(0. 089)

工作年限
0. 027

(0. 029)
0. 025

(0. 030)
0. 025

(0. 030)
0. 005

(0. 042)
0. 010

(0. 046)
0. 009

(0. 046)

收入
- 0. 014
(0. 045)

- 0. 041
(0. 048)

- 0. 042
(0. 048)

0. 097
(0. 066)

0. 152∗

(0. 074)
0. 148∗

(0. 074)

组织支持
0. 396∗∗∗

(0. 057)
- 0. 913∗∗∗

(0. 083)

老乡支持
0. 018

(0. 041)
- 0. 069
(0. 064)

家庭支持
0. 014

(0. 042)
- 0. 092
(0. 064)

F 7 . 665 0 . 763 0 . 751 19 . 490 2 . 083 2 . 209
R2 0. 093 0. 010 0. 010 0. 207 0. 027 0. 029

　 　 注:N = 530,∗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01,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最后,由表5的模型1和模型2可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 0 . 208,p < 0 . 001),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交互项对矛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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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 233,p < 0 . 001),H4a 和 H4b 得到数据的支持。图5显示,当主动型污名

应对策略更高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更弱;而当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更低

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更强,H4a 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图6显示,当回避型

污名应对策略更高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呈正向关系更强;而当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

更低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不显著,H4b 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前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的调节作用成立,由于 H3b、3c 没有得到验证,因而只需进一步验证 H5a 是否成立。由表5的模型3可知,非
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 = - 0 . 302,p < 0 . 001),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回避

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 β = 0 . 133,p < 0 . 001),而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组织支持的交互项系

数不显著(β = 0 . 017,p > 0 . 05)。由此可见,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效应被主

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所中介,H5a 得到数据支持。

表5　 组织支持对矛盾职业认同间接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矛盾职业认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性别
0. 159

(0. 199)
0. 135

(0. 200)
0. 268

(0. 177)

婚姻
- 0. 073
(0. 255)

- 0. 150
(0. 257)

- 0. 146
(0. 163)

年龄
- 0. 271∗∗∗

(0. 069)
- 0. 300∗∗∗

(0. 069)
- 0. 231∗∗∗

(0. 061)

教育
0. 224∗∗

(0. 083)
0. 145

(0. 084)
0. 180∗

(0. 074)

工作年限
0. 127∗∗

(0. 044)
0. 129∗∗

(0. 044)
0. 124∗∗

(0. 039)

收入
0. 389∗∗∗

(0. 069)
0. 317∗∗∗

(0. 070)
0. 329∗∗∗

(0. 062)

非体面工作感知
0. 303∗∗∗

(0. 039)
0. 300∗∗∗

(0. 041)
0. 061

(0. 042)

组织支持
- 0. 759∗∗∗

(0. 102)

主动型应对策略
0. 264∗∗

(0. 083)
0. 417∗∗∗

(0. 078)

回避型应对策略
0. 262∗∗∗

(0. 047)
0. 295∗∗∗

(0. 045)

非体面工作感知 × 组织支持
0. 017

(0. 092)

非体面工作感知 × 主动型应对策略
- 0. 208∗∗∗

(0. 052)
- 0. 302∗∗∗

(0. 050)

非体面工作感知 × 回避型应对策略
0. 233∗∗∗

(0. 036)
0. 133∗∗∗

(0. 037)

F 29 . 211 27 . 798 36 . 450
R2 0. 336 0. 325 0. 479

　 　 注:N = 530,∗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01,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为进一步验证 H5a,本文遵循 Grant 和 Berry[34] 的方法估计组织支持通过污名应对策略影响非体面工

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间接效应。本文采取 Bootstrap 法(5000次),计算出间接效应的估计值。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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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效应的95% 置信区间中不包括零时,被中介的调节效应假设得到的支持。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组织支持

通过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影响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间接效应值为 - 0. 061,95% 的置信

区间为[- 0. 088, - 0. 039],不包含零。同样,组织支持通过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影响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

盾职业认同关系的间接效应值为 - 0. 058,95% 的置信区间为[ - 0. 101, - 0. 025],不包含零。H5a 得到进

一步验证。

图5　 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6　 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6　 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PSP

0. 294
PXP

- 0. 207
PXS

0. 018
PSPPXP

- 0. 061
PXS + PSPPXP

- 0. 043
PSA

- 0. 432
PXA

0. 134
PXS

0. 018
PSAPXA

- 0. 058
PXS + PSAPXP

- 0. 040

　 　 注:直接效应是指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组织支持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回归系数,间接效应是指污名应对策略的间接

效应,PSP是指组织支持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的路径系数,PSA 是指组织支持对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的路径系数,PXP 是指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回归系数,PXA 是指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

略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回归系数,PXS是指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组织支持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回归系数。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基于压力转换理论,以医院护工为研究对象,本文旨在探索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

业认同的影响机制,尤其是考察主动型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包括:首先,多重

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都具有调节作用,即当护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

支持较高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负向关系更弱。换言之,多重支持资源不仅有助于护工应对

污名压力,而且能引导护工以更加积极的眼光看待自身职业,进而削弱矛盾职业认同。其次,组织支持正向

影响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负向影响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护工污名应对策略选择

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可能与污名压力的来源有关。对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而言,非体面工作感知大

都源于社会偏见和职业歧视。从业者进入职业之前,也可能对自身职业持有偏见。一旦他们在工作过程拥

有丰富的工作资源(如高组织支持)时,容易使其重新审视自身的职业,并进一步影响其污名应对策略的

选择。然而,对于护工群体而言,他们大都以老乡圈子为纽带,且获得较高的家庭支持。老乡支持和家庭支

持这些关系、情感资源相对较为稳定,对他们污名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小。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会

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则会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最后,主动型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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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二) 理论贡献

首先,非体面工作感知对从业者身份认同的影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身份认

同过程较为复杂,他们或多或少对自身职业持矛盾心理。然而,以往关于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二者关系的边界条件。以往研究大都聚焦于探讨支

持性资源对从业者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机制 [6,20] ,对于多重支持资源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中发挥的作用知之甚少。因而,多重支持资源引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职业认知的关系当中,是对当前研究

的一个有益补充。本文发现,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将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

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这一结论从资源因素角度为以往非体面工作感知和职业身份认同关系研究

的不一致结论提供了独特的解释,也进一步拓展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影响边界研究。
其次,以往关于非体面工作的研究,大都探讨其对从业者身心健康、工作表现等方面影响 [10,65] ,部分

研究也探讨了污名压力情景下从业者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 [21-22,66] ,对于从业污名应对策略的影响因素却

鲜有研究 [45] 。本文发现,组织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资源,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有正向影响,对回避

型污名应对策略有负向影响,而主动型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都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

具有调节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组织情景与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 [23] ,也进一步从污名应对策略的视

角更好地诠释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并对作用边界加以识别。
最后,本文根据压力转换理论,假设并验证了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和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

调节作用是通过职业污名应对策略而实现的。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压力应对视角在非体面工作情景的适

用性,也进一步证实了污名应对策略是受个体资源影响这一理论推断 [6,23] ,这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支持性

资源调节作用的产生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更重要的是,本文将多重支持资源、污名应对策略、非
体面工作感知、矛盾职业认同等相关研究加以整合,系统探讨多重支持资源如何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研
究发现丰富了学界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干预策略的认识。

(三) 实践启示

首先,组织应当努力为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提供支持性的组织环境,致力于构建“强”的职业和工作群

体文化。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都会削弱从业者非体面工

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一般而言,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通常难以获得社会外界的支持和理

解,当从业者具有充裕的支持资源时,即使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面临污名压力,仍然能找到排解压力的“缓

冲区”。来自组织、老乡或者家庭的支持,不仅可以提高从业者的压力应对能力,也可能重塑职业的价值,
从而降低对自身职业的矛盾认同心理,最终能更加舒心地投入日常工作之中。

其次,对于遭受污名歧视的员工而言,不应自暴自弃或针锋相对,而是应当正视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应

对策略。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可以缓解从业者的矛盾职业认同,而回避型污名应对

策略则会强化从业者的矛盾职业认同。鉴于此,一方面,员工应当准确判断“污名化”问题是否真实存在。
由于非体面工作感知源于个体主观感知,某些较为敏感的员工往往将他人不经意的行为归结为歧视,由此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另一方面,当确定职业污名确实存在时,应当分析污名产生的具体原因,并采取积

极应对策略。例如,当遭遇污名是由于自身行为不当时,员工应虚心改正;当“污名化”的根源无法解决时,
则应适时调整心态,做好本职工作。此外,组织应当承担积极角色,定期对员工进行沟通培训,引导员工以

更加辩证的视角看待自身职业。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本文样本局限在医院护工群体,这不可避免地对研究的外部效度造成影响。护工工作主要涉及

身体和社交两个方面的脏污属性,但从业者对不同脏污属性的非体面工作反应存在一定差异 [43] 。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收集其他非体面工作群体的数据,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概化性。第二,本文采用横截面的研究设

计,难以准确反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尽管采取两阶段收集问卷,但本文采用护工自我报告方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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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同源偏差。未来可以从实验法或延长变量测量时间间隔,以期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和可信度。第三,本文借鉴相关研究 [32,53] ,将污名应对策略划分为主动应对和回避应对两种类型。虽然这

一分类方式与非体面工作的研究主题相契合,但没有一种分类能够完全反映应对的结构 [36] 。未来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压力应对策略的作用,如问题聚焦和情绪聚焦的压力应对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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